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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接受他人话语（证言）而形成的信念何以能够成为知识？个体主义认为证言本身并不具
有为认知主体提供知识保证的特殊地位，证言知识完全由接受证言的个体内在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资源提
供辩护和保证。反个体主义则主张证言知识不能完全由个体内在的因素所说明，而是有着外在的维度，
接受证言的个体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状况是其知识保证的必要构成条件，信念的合理性是在社会中分布
扩散的。证言知识的反个体主义将知识视为个体与社会共同参与构建的认知成果，这种观点能够避免理
性还原论在解释日常知识上的困难，缓和德性认识论在说明证言知识时所面对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并且为科学知识的三大特征提供解释，有利于创建一种互利型的知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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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can a true belief based on other’s words (testimony) be knowledge? Individualists refute 
that testimony itself can support any special warrant for the epistemic agent’s knowledge, and maintain that 
testimonial knowledge gains its justification and warrant fully from epistemic abilities and resources internal to the 
individual who accepts the testimony. In contrast, anti-individualists argue that testimonial knowledge cannot be 
fully explicated by the individual’s internal factors, but has an external dimension. The specific stat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the individual hearer is in is a necessary constitutive condition of the warrant of his testimonial 
knowledge, for the rationality of a testimonial belief is socially diffusive. Anti-individualism of testimonial 
knowledge regards knowledge as an epistemic achievement constructed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ogether, which can avoid the difficulty of reductionism in explaining common knowledge, relax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faced by virtue epistemology in explaining testimonial knowledge, provide 
explanations for the three important featur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help us construct a mutually beneficial 
type of knowledg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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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证言何以传递知识？
每个人都有大量的知识是他人告知的，儿童
从父母口中获知家中状况和亲人信息，学生从老
师和教材处获知历史、地理、生物等诸多方面的
基础知识，电视机前的观众通过收看新闻联播知
道了国际国内的时政大事，病人被医生告知病情，
旅行者在陌生城市向当地人询问到路况，等等。
由于个人的活动范围和认知能力都是相当有限的，
事必躬亲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此获取知识的一
条普遍而重要的途径就是采信他人的话语。说话
者意图让听话者相信特定内容而断言的话语可统
称为“证言”（testimony），听话者通过采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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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所获得的知识就是证言知识。
那么，证言的传递何以能够使得听话者获得
知识？传统的知识论倾向于从个体认知者的角度
对信念的辩护和保证提供说明，他人的证言本身
并不会自动为认知主体提供知识的保证，哪怕该
证言确实是真的，主体只有对证言的可接受性和
真伪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和充分的辩护以后，才有
资格称得上知道证言所传递的内容。这种理解所
依据的典型模式就是法庭审判中法官对证人证言
的采信，该模式完全诉诸个体内在的认知能力和
认知资源来解释知识，可称之为证言知识的个体
主义。
与之相对，反个体主义（Anti-Individualism）
的知识论则对证言知识提供了另一种模式的新诠
释。其核心观点是，通过接受他人话语所形成的
信念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并不完全取决于认知
主体自身内在的个人因素，还部分地依赖于个人
之外的、不能完全被主体所认识和控制的社会因
素。本文支持对证言知识的反个体主义诠释，并
运用其说明日常交流中的知识，以及在对科学知
识若干重要特征的解释中推广证言知识反个体主
义。
一、证言知识的个体主义及其困境
个体主义的知识论在证言知识相应讨论中的
典型表现，一是传统针对证言知识的理性还原论，
二是当前兴起的以内在德性为核心的德性认识论。
二者有重合之处，亦有相对独立的论域，但对于
常见的知识现象均存在解释上的困难。
1. 理性辩护的还原论
主张证言本身并不会自动为主体提供知识保
证的观点对应于证言知识的还原论。之所以称为
“还原论”（reductionism），是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
证言并不是一种与知觉、记忆、推理等认知途径
相并列的独立的知识来源，主体基于他人的证言
所形成的真信念要成为知识，必须依赖于来自知
觉、记忆、推理等渠道的信念和知识以辨明证言
的真伪和可接受性，从而证言知识可以完全化归
为基于知觉、记忆、推理等更基础来源的知识。
休谟就认为人们对证言的信任源于对过去经
验的归纳，主体正是因为观察到大量的证言都是
真实的，于是才概括出他人的话语通常都是可信
的。[1]①在此背景信念的基础上，结合对他人特定
话语的听觉（或视觉）及对该话语内容的理解和
记忆，主体经推导而形成关于该话语内容的信念。
如果不走向经验归纳的怀疑论，那么这可以看作
是对证言知识的理性辩护。这种休谟式的辩护可
以发展得更为精细复杂，主体的背景信念不只是
简单地认为他人的话语都是可信的，而是区分出
什么人说的话可信、什么人说的话不可信，什么
类型的话可信、什么类型的话不可信。例如推销
员说的话就不如自己亲人说的话那么可信，某领
域的外行说的话就不如熟悉该领域的专家说的话
那么可信，而多个独立目击者说的话比起只有一
个目击者说的话更值得信任，获得了后续验证的
话比起毫无验证的话更值得信任等等，在此基础
上主体再判断特定的说话人或其话语是否可信，
然后才接受特定的话语内容。[2]，[3]
还原论者更强调对说话者采取批判性态度，
他人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信的，其他来源的证据
也十分重要，主体只有确认了说话者在断言特定
内容时无欺骗嫌疑，且其内容能够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在此基础上采信的证言才能成为知识。[4]，[5]
正如法官不能仅凭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还
必须综合考量证人的作证动机、认知能力、知识
背景等因素来判断其可信性，以及通过物证、书
证、视听资料等其他类型的独立证据来佐证其证
言，并且能解释和排除掉与该证言相矛盾的证据。
有学者把证言知识的辩护落实到最佳解释推理上，
认知主体在采信证言时要对说话者的言语行为给
出解释，当与其他可能的解释相比，“说话者真诚
地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是更好的解释时，采信他
的证言内容就是得到辩护的。[6]，[7]
然而还原论却难以解释人们日常通过相互交
流所获得的知识，如果听话者对其所接收到的每
一句证言均采取批判性的态度进行理性还原，那
么其获得知识的效率将十分低下，这与现实中知
①休谟认为我们对证言的确信来自于“对人类证言的真实性以及对事实与目击者报告之间的惯常齐一性的观察”。休谟的本
意旨在怀疑关于神迹的证言，在他看来证言与事实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只不过两者间的一致性在过去经常被观察
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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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传递的高效性相矛盾。除非把大量未经主体理
性还原的证言信念均排除在知识的范畴之外，但
这又将导致证言知识的普遍怀疑论，这样的知识
理论恐怕无助于增进我们对日常知识的理解。特
别是在有些认知情境中听话者缺乏关于说话者的
背景信息，也无损于其基于证言而获得知识。例
如某旅行者在陌生的城市问路，他只询问了一个
初次偶遇的陌生人便采信了此人的话，尽管没有
再寻找其他证据支持，但陌生路人的证言已经足
以使他知道通往目的地的路径；又如某人打电话给
机场服务台询问实时航班信息，他对接线人的过
往情况一无所知，并且没有进一步查找信息核对，
但他仍然可以通过直接采信接线人说的话而知道
特定航班的动态。听话者基于自身的知觉、记忆、
推理等过程所形成的信念不足以为其所接受的证
言信念提供充分的辩护，并且往往也不必要提供
充分的辩护，个体自身的认知资源少于对证言知
识提供辩护所应有的认知资源，这就是证言知识
还原论的核心困难所在。
2. 内在视角的德性认识论
当前知识论研究中的一条重要进路是德性认
识 论（Virtue Epistemology），即把“有知识”看
作是对主体的一种正面的认识论评价，而这种正
面评价又依赖于主体自身所发挥的理智上的美德。
当主体通过自身稳定的理智德性——诸如可靠的
知觉、记忆、推理等能力或者审慎思辨、兼听多
方意见、批判性思考等品德——形成了真信念时，
他称得上获得了知识；而主体通过凭空猜测、想当
然、武断概括等方式形成信念则要受到负面评价，
即使信念碰巧为真也称不上有知识，因为该信念
之所以为真并不能归功于主体自身的能力，而只
能归功于运气。[8]，[9] 然而，只关注个体自身内在
的理智德性，难以充分解释听话者何以能够通过
证言获得知识。特别是当听话者不加反思、只是
简单地直接接受证言时，他所发挥的理智德性十
分有限；而说话者在提供证言之前，为了形成得到
辩护的真信念发挥了更多的理智德性。因此在获
取该信念内容的过程中，更大的功劳应当归于说
话者，听话者所应得的正面评价很少。
如果德性认识论允许主体自身发挥很少的理
智德性便能获得知识，那就很容易构造出盖梯尔
（Gettier）式反例，[10]①例如某人轻信了一个骗子
所说的话，但由于两人所均不知悉的原因，骗子
碰巧说对了，显然不能说受骗人据此获得了知识。
或许强硬的德性认识论者会主张，主体基于轻信
他人证言所形成的信念是称不上知识的，只有充
分发挥其自身的理智德性去分辨证言的可靠性，
在此基础上接受证言才能获得知识。这就走向了
证言知识的还原论，从而又会面对还原论在解释
日常知识中的困难，除非把大量基于日常交流所
形成的信念均排除于知识之外，然而这就大大削
减了德性认识论的适用范围。于是德性认识论会
面临两难：如果主体为了获得知识所需要发挥的理
智德性很少，那么它很容易面临盖梯尔反例；如果
主体为了获得知识所需要发挥的理智德性非常充
分，那么它又将会排除掉太多证言知识。[11]
而对于作为知识典范的科学知识，从个体内
在德性的角度去提供解释，更是捉襟见肘。科学
知识具有三大重要特征：一、科学知识的获取极
其依赖于特殊的、愈益复杂而精巧的工具和仪器，
而这些工具和仪器的设计和制造者往往不是使用
者本人；二、科学知识依赖于群体性创造，特别是
现代科学知识一般需要少则数人、多则上万人的
研究团队合作生产，团队中的个体所掌握的支持
证据通常少于整个群体所掌握的证据；三、作为
传播者的科学家与作为接受者的社会大众在认知
资源上差距悬殊，公众的大多数科学知识最终都
是源于科学家的证言，然而大部分公众不仅远远
缺乏为这些科学知识本身提供辩护的证据和理由，
甚至也缺乏充足的认知资源去判断传出证言的科
学家是否可信任。
针对这三大特征，以往的德性认识论均难以
提供解释。首先，基于工具和仪器的使用所获得
的知识，更大的功劳似乎应当归于工具和仪器，
个体使用者自身所发挥的理智德性再强，也不足
以充分掌握复杂仪器的所有具体运行原理以及完
全确保仪器的正常适当运作；其次，由群体所共同
创造的知识，仅凭个体所发挥的理智德性不足以
提供说明，甚至群体中每个成员理智德性的直接
相加也不一定能完全提供说明；再者，公众基于证
①埃德蒙·盖梯尔（Edmund Gettier）曾构造出特殊的认知情境来反驳对知识概念的传统分析，在这类认知情境中，主体有
辩护地相信了一个真命题，但却称不上知道该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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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所获得的科学知识，主要应当归功于创造并传
播该知识的科学家，证言接受者本人所能够发挥
的理智德性非常有限。而如果采用反个体主义的
框架去理解证言知识，则德性认识论所面临的这
些困难均可以化解。
二、证言知识的社会维度与反个体主义
有学者尤为强调证言知识具有不可还原为个
体内在认知资源的社会维度，典型代表如美国学
者桑福德·戈德伯格（Sanford Goldberg）就专门
针对证言知识的可靠性条件进行分析，从中得出
结论：证言接受者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状况是其证
言知识的必要构成条件。[12]
证言知识的形成包含了证言的传出、证言的
理解和证言的接受三个环节，只有每一个环节都
是可靠的，证言传递的整个过程才是可靠的，证
言接受者最终所形成的信念才能够成为知识。因
此，证言知识的保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
证言的来源本身是可靠的，即说话者只会在证言
内容为真的前提下才会说出此证言；（b）听话者是
基于可靠的理解过程而获悉证言内容的；以及（c）
听话者是基于可靠的分辨能力，确认证言的可靠
性后才采纳证言的。其中，条件（a）和（c）均
蕴涵着对证言知识的反个体主义理解。①（[12]，
pp.25-31）
1. 说话者对证言知识的贡献
首先，传递证言的说话者应当是可靠的人，
至少在某一类话题上乃至某一句话上是可靠的。
他必须诚实地说出他的话，对自认为是假的或者
拿捏不准的内容，不作断言；而且对于他自认为真
的内容，也必须是有合理依据的，并非主观臆断。
个体主义者会说，这些条件固然是必要的，但是
它们必须内化为听话者的信念，成为听话者判断
说话者是否可信的依据。没有这样的信念，即便
说话者再可靠，听话者也是不会接受其话语的，
如果接受了反而是不合理的，相信一个不信任的
人所说的话很违背理智。
然而，在反个体主义看来，即使听话者有很
强的理由认为说话者是一个可靠的人，也不能保
证说话者在某一次话语中不会由于一时疏忽出错，
或是被胁迫、被诱导或基于其他动机而作出错误
断言。这就可以构造出盖梯尔式的认知情境，即
听话者虽然有很强的理由信任说话者，但是说话
者由于疏忽、被胁迫等原因而在某一次话语中作
出了很有可能是假的断言，不过幸运的是，由于
说话者和听话者均不知晓的其他原因，说话者断
言的这句话碰巧是真的。例如，一位德高望重、
硕果累累且有求必应的数学家被一名仰慕者询问
某个数学命题是否成立，数学家发现一时无法给
出证明，但为了维护自己一贯高明的形象，他随
口说这个数学命题是成立的，于是仰慕者相信了
数学家的话。碰巧这个数学命题确实是成立的，
但显然不能说这名仰慕者知道该命题成立，因为
数学家在说这句话时并不可靠。②[13] 
不妨设想，同样是询问数学家的这位仰慕者，
假如该数学家证明出了这个数学命题，并据此告
诉仰慕者这个命题成立，于是仰慕者相信了数学
家的话，此时就可以说这名仰慕者知道该命题成
立了。在两个情境中，仰慕者的内在状态是完全
相同的，他对数学家同样信任，也听到了同样的
话；发生变化的只是外在于仰慕者的状态，确切
地说是数学家的状态，结果这导致了在一个情境
中的仰慕者没有获得知识而在另一个情境中的仰
慕者却获得了知识。可见，说话者在传递证言时
的状况会左右到听话者的信念能否成为知识，而
这些状况又往往是听话者所不能控制和获知的。③
（[12]，pp.138-141） 
证言的来源是个体之外的他人，他人在传递
证言时的理智程度、知识背景、对特定领域事物
的熟悉程度、对特定命题的辩护程度、是否具有
欺骗意图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该证言的可靠性，而
这些因素又是听话者不能充分获悉和内在控制的。
因此，主体基于证言所形成的信念能否成为知识，
依赖于证言传出者的认知状况。
2. 监控者对证言知识的贡献
其次，听话者在接受证言的时候应当基于可
靠的分辨能力，不能良莠不分，而是能够分辨出
①从条件（b）出发可以分析出语义学的反个体主义，由于本文的主题为知识论的反个体主义，故下文对条件（b）不作赘述。
②本例子改编自科林·麦金（Colin McGinn）为了反对知识的局部可靠性概念而构造的认知情境，本文将其移用于说明证言
知识的反个体主义。
③戈德伯格在说明证言知识的反个体主义时使用了另外的例子，本文为了简化叙述而作了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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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说的话可靠，哪些人说的话不可靠，某个
人说的哪方面的话可靠，哪方面的话不可靠；并
且这种分辨能力要足够稳定，不能只是偶尔一两
次能够分辨，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分辨。初
看起来，这似乎给听话者本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现实中有很多时候听话者并没有如此高的分辨能
力，但也不会妨碍其通过证言获得知识。例如年
幼的儿童心智并不成熟，很容易轻信别人说的话，
特别是父母等成年监护人说的话。但是，很难说
他们在认知上足够成熟之前所采信的所有证言都
不是知识，至少父母告诉他们的关于日常生活的
许多简单事情都应当称得上知识。
一般而言，轻信他人话语似乎是不能获得知
识的。一个典型情境是，假设某人极端轻信，别
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此人在不知情下误入一个
聚集了很多人的房间，房间里除了一人以外其他
人全都试图欺骗他。这个过于轻信的人随机地与
房间里的人交谈，本来他更有可能听到谎言而形
成假信念。但幸运的是，他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人
碰巧就是房间里唯一说真话的那个人，他因此而
形成了真信念。由于不具备分辨证言可靠性的能
力，他基于轻信他人话语而形成的信念只是偶然
为真，并不足以成为知识，只要随便更换一个说
话人就会使他的信念为假。（[12]，p.30）（[12]，
pp.209-210）年幼儿童就类似于这个情境中的听话
者，不具备可靠的分辨能力，容易轻信他人，因
此其基于证言而形成的信念即便是真的，也不是
知识。然而这个推断可能来得太快，不妨把刚才
设想的情境反过来，同样是极端轻信的那个人进
入到一个房间中，只不过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全都
是诚实可靠的说话者，当他随意与房间里的任何
一个人交谈并相信了此人说的话时，还能说他不
能通过证言获得知识吗？很难这么说了，因为这
个听话者所处的特定人际环境的状况弥补了其自
身认知能力上的缺陷，从而听话者与人际环境的
结合在总体上仍然保证了听话者能够通过证言获
得知识。（[12]，pp.210-211）
年幼儿童虽然缺乏充分的背景信息，没有足
够的能力分辨证言的类型和来源的可信性，但他
们的成年监护人却拥有丰富得多的知识与强得多
的分辨能力。只要监护人足够负责，那么那些意
图利用儿童的轻信性行骗的人是能够被隔离开的，
例如儿童在幼年时经常被限制在家里活动，不是
什么人都能随便进入屋内与儿童说话；家长带儿
童外出时会警惕陌生人，不让儿童轻易地与陌生
人接触和交谈。即便儿童确实接触到不可信的说
话者，监护人也会进行监控，例如家长有时会明
确告诉儿童说话者不可信（如说“傻孩子，别相
信那个叔叔说的话，他在骗你呢”）。而且监护人
还会进行后续检查，当发现儿童的言谈举止表现
得像是听信了虚假话语以后，会及时予以纠正澄
清。于是，监护人的警觉性和分辨能力弥补了年
幼儿童容易轻信他人话语的缺陷，并帮助儿童过
滤掉大部分不可靠的人和证言，从而使得儿童接
触并采信错误证言的风险大为降低。当监护人为
儿童营造出良好的环境时，儿童与监护人的结合
在总体上仍然保证了儿童能够通过证言获得知识；
但是，如果监护人监督缺位，儿童周围缺乏良好
的环境，那么其对他人证言的采信就很难获得知
识保证。因此，儿童基于证言所形成的信念能否
成为知识，依赖于其监护人的监控状况。（[12]，
pp.219-226）
总之，认知主体基于证言所形成的信念能否
成为知识，依赖于该证言的传播者和监控者的状
况，而不仅仅取决于听话者个体的内在状态。这
就是证言知识的反个体主义所主张的。
3. 延展的证言知识
对证言知识的反个体主义诠释与延展认知和
社会分布式认知的研究相呼应。前文得出反个体
主义结论的分析很明显是基于知识论中的过程可
靠主义（Process Reliabilism），但原版的可靠主义
并不直接支持反个体主义，其提出者阿尔文· 戈德
曼（Alvin Goldman）所说的“可靠过程”仅仅意
指发生在认知主体体内的过程，并不包括发生在
体外的过程。①[14] 戈德曼区分了基本信念和非基
本信念，非基本信念是通过或归纳或演绎的方式
从前提信念得来的，或者通过记忆从过往信念延
续下来的，对非基本信念的辩护依赖于推理和记
忆过程的可靠性，而推理和记忆过程是发生在认
知者头脑之中的；基本信念则来自于知觉和内省，
它们并不依赖于其他信念的支持，而是依赖于认
知者的感官和内省等机制之可靠性予以维护，这
①戈德曼认为信念辩护是认知者对环境输入进行认知操作的结果，而“认知”操作应当是“内在于”有机体的信息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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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机制只限于从感官接受刺激到大脑形成信念的
过程，仍然是内在于个体的。[15]（[14]，pp.13-
14）
但是，在获得证言知识的认知情境中，仅仅
考察发生在认知主体身体内部的过程并不足以确
定信念的可靠性，还必须将考察的范围延伸到个
体之外的世界状况，确切地说主要是传递证言的
说话者以及分辨证言能否被听话者接受的监控者
的 状 况。 这 就 与 延 展 心 智 论 题（Extended Mind 
Thesis）相类似，该论题主张当主体与外部对象
可靠地耦合成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外部对象在
其形成、维持、调用和改变信念等认知过程中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时，主体的信念状态就是随
附于其与外部对象所构成的整个认知系统之上的，
或者说主体的信念状态延伸到其身体之外。[16]
只不过证言知识反个体主义不是强调主体的信念
状态，而是强调主体的信念是否获得知识保证的
状态延伸到其身体之外。知识保证的“延伸性”
（extendedness）其实并不难理解，一般在评价某个
信念是否可靠时，我们并不仅仅考察主体持有信
念的当下，而且还考察该信念在从形成到当下的
整段维持过程中是否可靠，特别是对基于记忆而
形成的信念而言，这个过程还可以追溯到遥远的
过去。这就是时间上的延伸性；而反个体主义则增
加了一个维度，即空间上的延伸性，对证言知识
而言就是人际上的延伸性。[17]
增加了空间维度以后，对知识进行考察和分
析的视野将变得更为开阔，信念的合理性和辩护
成为社会分布式的了。当一个信念被说出来以后，
它就不仅接受单个主体的内在合理性审查，还交
给了社会来审查。例如，信念合理性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与背景信念之间的融贯性，通常一个信念
越是能够与大量获得辩护的、系统性的背景信念
相融贯，持有该信念就越是合理。单个主体的信
念库容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整个社会群体的信念
库容量则庞大得多，若某个信念不仅能够与个体
的信念库相融贯，还能与社会共同体的信念库相
融贯，则意味着该信念通过了更强的合理性检验。
个体所与之互动的社会共同体越是知识渊博，越
是坦诚交流，个体就越有可能接收到对错误信念
的反馈和纠正。如果个体在采信了某证言以后，
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接收到社会共同体特别是理智
程度较高的、专业的共同体对该信念的质疑和否
定，那么该证言便获得了更高的支持和辩护，具
有更强的合理性。于是，信念的合理性并不只是
内在于个体的头脑之中，而且还是在社会中扩散
的。（[12]，pp.191-196）
三、证言知识反个体主义的运用和推广
不管是理性辩护的还原论，还是内在视角的
德性认识论，均试图完全用个体自身的认知资源
和能力去解释个体所拥有的证言知识，而拒斥将
他人和社会所拥有的认知资源和能力纳入对个体
知识的解释之中，这恰恰是其陷入理论困境的症
结所在。
本文认为，在通过证言获得知识的过程中，
个体自身、他人与社会均作出了贡献。即便个体
的内在状态保持不变，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会导致
其知识状态的改变。假如个体所处社会的信用状
态十分恶劣，谣言充斥，欺诈盛行，说谎者远多
于诚实者，则个体接收到虚假证言的风险就会非
常高；又或者个体所处社会的总体理智水平比较
低，人们普遍愚昧迷信、妄加臆测，不讲道理和
证据的人远多于理智的人，则个体接收到无根据
证言的风险也会非常高。在这些社会环境中，个
体即使碰巧听到一个诚实的人或理智的人说的一
句真话，他也不能通过直接采信这句话而获得知
识。而假如个体所处社会的信用状态极佳，理智
水平很高，绝大多数人都是诚实的和言之有据的，
则个体接收到真实证言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他
在大多数时候可以通过直接采信他人的真实证言
而获得知识。因此由证言传播者所营造出的社会
环境状况是证言知识所必须依赖的条件，不可在
知识的构成要素中消除，从而反个体主义的知识
论能够避免还原论在解释日常知识上的困难。
日常交流中的证言之所以能够传递知识，首
要条件在于听话者处于人与人之间总体上维持着
诚实信用状态的社会环境中，至少在局部的人群
中维持着这样的状态，例如家庭内部、职业团体
内部以及公共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以相互信
任的纽带维系，而不管听话者是否意识到这种状
态以及是否能够通过理性辩护将这种状态内化为
自身的信念。传递证言的具体说话者的认知状态
也部分地决定着特定证言知识的合理性，听话者
通过自身的知觉、记忆、推理等渠道所不足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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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辩护之处，由说话者的辩护资源和信用状态所
补充。如果不把证言知识视为私人性的产品，而
是视为公共性的产品，那么对证言知识提供解释
的视角就会发生转换，从内在的个体视角转换为
外在的群体视角。从外在视角出发，就不必非要
追随还原论，仅限于从个体内部寻找辩护资源，
而是可以把群体的认知资源共同纳入特定证言知
识的构成因素之中。
同理，跳出德性认识论分析证言知识的两难
困境，出路便是突破个体的理智德性，将特定的
环境状况也纳入到知识的必要构成条件之中，①[18]
并根据认知主体所处环境的状况而调整其所需发
挥的理智德性之多寡：在信用和智识状态良好的社
会环境中，主体在采信证言时只需发挥较少的理
智德性就可以获得知识；而在信用和智识状态较差
的社会环境中，主体就需要在尽可能多地发挥理
智德性的基础上采信证言，如多方比对相关信息、
搜集证据、甄别真伪，如此才能获得知识。甚至
还可以走向延展的和社会分布式的德性认识论，
即主张认知主体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需要发挥
的理智德性不仅随附于个体自身，还延伸到个体
之外，乃至在整个社会中分布扩散。②[19]，[20]个人
与社会在理智德性的贡献上此消彼长，但又相互
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当总体的理智德性获得了
充分发挥时，个体在此基础上采信他人证言所形
成的真信念能够称得上知识；而若总体的理智德性
缺失，则个体即便碰巧采信到真实的证言也称不
上获得了知识。
本文认为，反个体主义的德性认识论可以消
解前文述及的在解释科学知识上的困难，同时这
也是对证言知识反个体主义的进一步推广和运用。
首先，个体对科学仪器的依赖归根结底是对
仪器的设计和制造者的依赖。以往德性认识论在
解释工具性知识上的困难在于，在获取知识的归
因上到底是工具的使用者贡献更大，还是工具的
贡献更大？这就会产生类似于在解释证言知识上
的两难困境，若工具的贡献更大，则使用者所发
挥的理智德性太少，容易构造出盖梯尔式反例；若
使用者的贡献更大，则又会排除掉许多通过复杂
仪器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个体
使用者对复杂仪器的掌控是相当有限的。或许可
以考虑用个体使用者和仪器所共同发挥的理智德
性来解释科学知识，然而，只有像人这样的认知
主体才具有理智德性，工具和仪器本身不是认知
主体，很难称得上发挥了理智德性，即便是反个
体主义者戈德伯格也反对将反个体主义用于解释
工具性知识。（[17]，pp.191-194）但是，工具和
仪器又是由人为了实现特定的测量目的而设计和
制造出来的，设计和制造的过程利用了待测的物
理量与仪器读数之间的规则联系（例如温度与水
银体积膨胀成正比，而水银体积又对应于温度计
的刻度），因而使用者可以通过读数而获知相应的
待测物理量。这就相当于仪器的设计和制造者与
使用者之间达成了读数规则的约定，通过仪器的
每一次恰当使用，设计和制造者告诉了使用者关
于特定物理量的一个个命题，这属于广义的证言。
使用者只需掌握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而不必知
晓将仪器读数与待测物理量联系起来的具体机制
和各个环节，这部分知识是由设计和制造者所掌
握的。设计者和制造者通过工具和仪器的中介而
与使用者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从而设计和
制造者所发挥的理智德性与使用者所发挥的理智
德性共同解释了基于仪器所获得的科学知识。
其次，由团队研究所生产的科学知识依赖于
在集体协作基础上的各司其职。一方面，在科学
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团队里的每个成员均作出了贡
献，而且每个成员所发挥的理智德性均不足以完
整解释作为最终成果的知识，只能由所有成员所
发挥的理智德性共同提供解释；另一方面，不同
成员的贡献有大有小，并非每个成员都要尽可能
多地占据认知资源和发挥认知能力才有助于获得
最终的成果，有时不必要的竞争占用资源或重复
劳作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十分关键，由每个成员相互配合所集体发挥的合
作精神是科学知识所必须依赖的理智德性。而合
作之能够顺利开展，又有赖于每个成员彼此信任，
①有学者提出在理智德性之外增加“正常环境”作为知识的构成条件以应对德性认识论的两难困境。本文赞同该方案的反
个体主义取向，但并不预设主体必须在某类正常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理智德性，而是允许其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中相应发挥
强弱不等的理智德性。
②有学者如奧勒提斯·帕勒莫斯（Orestis Palermos）、邓肯·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等正尝试发展出一种延展的和社
会分布式的德性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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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流，从而作为中间环节的证言传递过程为
最终的知识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再者，社会公众对科学知识的获取依赖于特
定专业团体和监管部门履行分辨职责。正如认知
上不成熟的儿童虽然容易轻信他人，但由于其监
护人发挥着可靠的分辨能力，儿童也可以直接基
于他人证言而获得知识；某领域的外行难免容易轻
信熟悉该领域的专家，但由于专家所属的专业共
同体或者政府下设的专业监管部门会履行分辨职
责，外行也能够直接基于专家的证言而获得知识。
专业团体或部门会设置准入门槛，能够被认可成
为专家的人都需要达到足够高的专业标准，并且
有时候针对专家还会依据其资历、学识和权威而
区分出层级；有时候专家在公开发言之前需要事先
经过专业的审核，而在事后其言论的可靠性也会
继续接受监督和检验，一旦发现有误就需要澄清
事实。社会公众与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之
间虽然在认知资源上差距悬殊，但证言监控者所
发挥的理智德性弥补了社会公众理智德性的不足。
只要专家证言的监控团体具有足够强的分辨能力，
并且尽职尽责地发挥这种能力，那么公众就能够
通过接受科学家的证言而获得知识。
结语：走向互利型的社会认识论
综上，证言知识的个体主义没有把个体之外
的特定环境状况也纳入知识的必要构成条件，没
有从个体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整体来考察其知识
状态，因而导致了其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实际
上，个体基于证言所形成的真信念是否具有合理
性、是否获得辩护、能否成为知识等认识论性质
都不是仅仅由个体内在的认知能力和资源所能完
全决定的，还需要依赖于证言的传播者和监控者
的特定状况，这就是证言知识的反个体主义。
证言知识反个体主义并不是说证言知识完全
由个体之外的因素提供保证，也不是说所有的证
言知识都不需要主体提供理据上的辩护。反个体
主义主张的是，无论主体自身能为其基于证言所
形成的信念提供多么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予以辩护，
这种辩护总是不完备的，总有合理怀疑的空间，
因而对证言知识的保证需要由个体之外的社会性
因素补充完整，这些社会性因素是构成主体知识
状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个体主义的知识论把证言知识完全视为个体自
身认知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是给个体施加了过于沉
重的认知负担，并且把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状态设
定为个体获取知识的背景和前提。这容易导致一种
内向型的、只注重利己不注重利他的认识论，若真
贯彻起来将形成一个更不利于个体获取知识的社会
环境。事实上，每个人都既是听话者也是说话者，
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群体的认识论利益，即让群体成
员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假信念而更多地获得真信念，
个体有道德义务避免传播假观点而尽量传播真观
点。在反个体主义看来，我们虽然无法为自己所接
受的具体每一个证言提供完全充分的辩护，而总是
部分地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状况；但是，证言知识所
依赖于的社会状况在总体上恰恰又是我们每个人共
同参与构建出来的，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状态就
必须有赖于社会中大部分个体都习惯于对他人讲诚
信、负责任，不造谣、不传谣，只说自己有根据、
有把握的话。每个人如果在作为说话者时都对他人
履行认识论上的义务，从而共同营造出一个有利于
知识传播的社会氛围，那么在其作为听话者时也将
收获一份对证言知识的保证。因此，证言知识反个
体主义引申出一种参与型的、互利互惠的社会认识
论，可视为从知识论的角度为现今建设诚信社会的
倡议提供了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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